
中西政治文化比较  
一、中国与西方在政治观念方面有什么不同？
　1、政治研究的源头
中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

西方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 
  政治研究的源头在中国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在西方则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罗马时期。考察源头可见，中西方政治研究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不同的特点。
2、特点
西方政治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国家构建的制度选择（政府形式和体制问题）

中国政治研究主要探讨的是国家统治的策略选择（治理国家的个人条件和政治统治术） 
3、学科
西方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具有独立地位的政治学科

   柏拉图的《共和国》、《理想国》

     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 
中国长期以来政治与伦理高度结合，形成的是伦理政治学

      四书五经，政书政典，圣训圣谕

     《皇朝政治学答问》 

中国的政治学，照现在大学的院系专业设置，比较杂乱，说不大清楚。以前都在法学之下。现在政治学独立出来了，本该在政治学下的行政学、国际关系或外交等，都独立了。有的研究行政学的、研究思想政治的、研究科社共运党史的、甚至法学的……都愿意向政治学靠拢。但是有的却不愿意，认为自己就是自己。因为这样的情况，我们倾向于比较窄的范围：凡研究政治学原理、政治思想、政治制度、比较政治学、民族政治学、政治文化、政党政治、政治社会学等方向或专业的，都可以属于政治学范畴。不包括行政学、思想政治、科社、共运、党史。国际政治因为本身都有独立的单位，所以也可以不包括在内。这些是根据中国目前的高等院校的情况说的。可以看出，学科设置不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这些学科在古代中国是没有的。
　中国古代没有什么政治学理论。学科越来越规范，发展成现在这个样子，一个一个不同学科的，为期并不长。最早的大学出现在德国，据说现代研究型大学是1810年建立的柏林大学，比中国鸦片战争早一些。大学要设置院系，人为划分疆界，然后有了这样那样的学科，各人专搞一门，越来越窄。其实，历史上的大学者多是懂得很多的，有的是百科全书式的。现代的学科体系，各种学科的发展，是基于西方的传统的。从历史上看，西方早就有政治学了。或者说他们有比较专门的研究，比如柏拉图的《共和国》、《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但是在中国，按中国的治学方式和传统，是不会出现那样的政治学的，能出现的是四书五经，政书政典，圣训圣谕……而四书五经就是中国古代最好的政治学教材。这样说来，中国与西方古代都有政治学著作，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有些共性的问题大家都会遇到，都有人要想要说，把那些思想写出来，就是政治学的著作。
《皇朝政治学答问》，可能是中国人自己写的最早的“政治学”著作，其实是一部清朝历史地理和政事典故的小资料。这还是西方政治学传入中国以后出现的东西。它先讲清朝的起源，从一个神化故事说起，然后是帝王谱系、皇宫制度、朝廷衙门、从紫禁城到北京城再到全国的地理、最后是附庸属国。俨然还是天朝大国的梦想。当然这一部政治学的小册子只是西方“政治学”概念之下的中国传统政治观念的宣扬罢了，算不上什么政治学。

在政治学的发展过程中，中西方也走过了不同的道路。西方政治学经历了古典时代——神学时代——理性时代——科学时代的发展过程，而中国经历的是传统时期向现代时期的转换过程，在实现转换的过程中，又经历了建立——取消——恢复的曲折历程。
概括而言，中西方政治研究的不同特征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两种政治观念的不同：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不同；人治主义与法治主义的不同；集体至上主义与个人至上主义的不同；国家权力本位主义与个人权利本位主义的不同。
　　二、中国传统政治学研究有哪些特点？
  把中西古代的政治学著作对比一下，共性的问题是如何保持政治秩序。但是不同点在什么地方呢？不同的地方很多。先说研究方法。思维方式的不同好像比较突出。西方的思想家比较注意对事物的理性分析，有点像物理、化学分析一样，研究事物的结构、性质等等，比如他们早就对政体有过分类研究，中国就没有。中国人不那么周密地考虑问题。从另一方面说，不那么机械。中国人要研究“天人之际”的学问，就是把天地、宇宙、自然、社会、人生综合起来研究。也可以说一个宏观些，一个微观些。中国人的宏观，不是简单的宏观，而是真正具有宏大的气魄。中国人这种气质在近代西学东渐的时候往往显得有些可笑。其实也没有什么，正是两种文明冲突交融过程中正常的现象。各自不适应对方的地方，被对方看作荒谬，然后在互相嘲讽中逐渐修正各自的认识，这就是一个过程。但是总的趋势是中国向西方学习。弱者向强者学习是必然的。等到弱者变为强者，也许会感到，原来所学的东西不过如此，自己原先的东西也有不错的地方。
　　
　　中国古代没有政治学。因为政治学是在西方的学术中发展起来的。这一点已经无须多言了。但是，中国也有自己的政治理论，用来指导统治阶级的行为，用来规范整个政治体系的运行。这些东西中国传统中有，完全是我们自己的政治学。
政治学是适应的产物，是时代的产物，人类社会必然会有政治行为，就必然会有关于这种行为的说法。我个人认为有两个来源，一个是来源于政治家，一个是来源于思想家。
所谓政治家的政治学，也就是统治者的政治学。
　　统治者的政治学，第一要义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毛泽东同志的总结非常精彩。历朝历代都是靠打仗得了天下，统治者理所当然地认为，统治权力是自己打来的。权力的合法性就在于强有力。谁想要分享或染指，你也来打仗嘛！
　　第二要义就是统治者理所当然地“享有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有公有制的意思在内。当然不是公有公享，而是公有王享。统治者收取赋税没有别的理由，就是给皇帝用的。不给就揍你，看你给不给！所以中国政治统治的根本道理就是强盗逻辑。“胜者王侯败者贼”，说的就是这样的事实，皇帝就是占天下为王的最大强盗。老百姓之所以交纳赋税，不是因为国家利益全民利益什么的原因，而是为了不挨打。交了赋税，你不打我，我可以平安地生活了，这就行了。交上去的赋税做什么了，这不是老百姓能问和敢问的事情。直到现在也是如此。说自觉交税，利国利民，老百姓不明白。农民兄弟钱也交了，粮也纳了，说的好好的这些钱是为老百姓办事的，可是，要修路，让农民分摊，要建校舍，还要老百姓拿钱……老百姓知道，交的钱就是让官吏们造的！这和强盗还不是一样的？总之政府收的不过是保护费吧！保护老百姓不受另外的力量的摧残，但政府什么时候想整老百姓是不受限制的。因为政府有最大限度的自由，老百姓没有。
　　欧洲不同，统治者老早就有和民众商量的举措。古代有国民大会，中世纪有等级会议。国王要收税，得和老百姓商量着来。权力受到制约，成为传统。所以他们逐渐形成和发展民主制度，是比较自然的现象。中国很难。统治者不和老百姓商量，哪个老百姓想商量，那是欠揍！这就是我们的传统，根深蒂固的。所以说起阶级斗争，中国是最硬的，没有商量，没有妥协的。结果就是专制最甚。
  那么中国的政治学说是怎么回事呢？那是一些聪明的哲学家创造的。政治家拿武器改造社会，其实是改朝换代。思想家拿思想来改造社会，他要靠思想来建立和保持一种理想的秩序。这两种人互相利用。思想家没有强制力不行，政治家没有思想家的花言巧语也不灵，统治一盘散沙的老百姓，光有武器不行啊。“马上得天下，岂能马上治之？”政治家不听思想家的也不行，不爱听也不行，汉高祖刘邦先是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到了最后还得听儒生的。不是儒生能制伏君主，是儒生能迎合君主的需要。所以中国就有了被统治者认可和付诸实践的政治学。
　　为什么说思想家说的才是政治学，政治家的那些想法就不是呢？因为政治学作为一种学问，总得有学问的特征吧。它应该是一种理论，写在纸上，有条有理才行。不过写出来的是一回事，政治家执行起来不一定是那么回事。我们常常感到，书上写的东西有点假，真正执行的是另一种东西。那就是政治家与思想家的不同处。政治家主要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如果说和思想家提出的政治学理论相一致了，那是因为思想向政治本身靠拢了，而不是思想家管住了政治家。但是政治学理论总是起作用的，有影响的。因为政治学理论也有适应政治需要的一面，如果不适应，它也就完蛋了。因此，中国古代社会持续两千多年，怎能没有政治学呢？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政治学，主要的东西是儒家思想。特点似可概括为伦理政治学。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称为“大学八目”，大概是对中国政治学理论的最好概括。中国政治学讲正确认识世界，讲精神文明建设，讲个人修身养性，讲家庭小单位的治理，讲地区发展，讲远大政治理想。其中也含有忠孝观念，从家庭到国家，道理是一样的。三纲五常，就是维持一个等级尊卑关系的稳定和睦的统治秩序。这样看来中国传统的政治学理论其实是一个有关华夏文明建设的宏大理论。中国政治学的一个特征是“家”的特征明显，儒家说统治者是大家长，这个家长要在道德上为全国臣民做出表率，家里的老太太也是“母仪天下”的，家长要爱臣民，臣民要尊重和服从家长的统治。这样的政治学有一种温情脉脉的感觉。西方政治学的一个特征是“国”的特征明显，国里头有各种不同的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所在，所以要互相制约，君主并不是家长，只是行政管理者。而且它还承认有各个不同的封建主，互相是平等的。总之中国是以治理家庭的方式统治国家的，中国的中央高度集权就这样形成了。西方相对而言较难形成。
儒家学说的发明者孔子，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一样是世界级的伟大的思想家。他的思想影响中国和东方这么长时间，的确是了不起的。不过要知道，孔子本人的思想与后来流行的所谓儒家思想是有一些区别的。政治家利用其中对自己有利的东西，把对自己不利的东西抛弃了。后来的儒家思想家，又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以修正，这样就有了官方认可的正统思想。孔子原先的那些东西不是官方认可的，后来改造过的儒家思想才是官方正统思想。掌握这种正统思想的解释权的，表面上是一些思想家，其实真正的解释者是统治者。
　　中国是真正的“政教合一”的国家，不像西方历史上有王权与教权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是有了权力之间的制约。老百姓的思想不受政治家的控制。他们交了政府的赋税后，到教堂去接受思想教育。这样才有可能有思想上的一些自由，才出现一些独立的思想家，比较自由地想问题，科学才会出现，政治学理论才会发展。政府除了政治统治与行政管理之外，对老百姓的控制是有限的。商人有经商赚钱的自由，人民有学术思想的自由，都对权力有制约。政府不可能是万能的。这样的条件才有可能发生和形成民主的传统。
　　中国不行，政教合一，政府管人民的一切，尤其是对思想的统治，这样就容易出现万能政府或全能政府，人民不能管政府一点点。这是中国政治发展的结果，有人探讨说是东方农业文明的结果。这些且不说它。只说孔子本人的思想并不这样，起码在有些问题上不是这样。比如孔子的思想中知识分子还有独立人格，孟子更是强调这一点。但是后来没有人说这些了。孔子的思想中对君主还是要有一些制约的，孟子干脆说贵戚之卿可以撤换不称职的君主，这还有点贵族民主的意思，但是中国没有这样的条件，没有这样的传统，后来就没有人提了。孔子思想中是主张君主要做道德表率，大臣可以对君主提出批评，君主不听，大臣就要辞职，君臣关系有一定的平等和制约。后来就变了，君主就是“圣人”，不能批评了。
　　汉代董仲舒讲天人关系、阴阳五行，这是为什么呢？其实这正是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斗法。思想家想规范政治家的行为，自己又没有多大权力，怎么办？抬出了一个“天”来管皇帝。皇帝的权力是“天”给的，皇帝要受“天”的监督，皇帝如果表现不好，“天”就会发出警告，这就是“灾异”。
说到这里，要说明中国的政治家是关心人民的，要求政治家重视人民的利益，这就是重民思想。“民为邦本”，是说人民为国家提供财富。“水可载舟，亦可覆舟”，是说人民如果受到过重的压迫和剥削，会起来造反的。所以要重民，包括“养民”、“教民”等等。教民，当然是教人民服从了。养民，却是一个有意思的提法，含有辩证法在内，你想，本来是老百姓养活统治者的，他却要说是统治者在养活老百姓。所有那些中国传统的东西，在今天都还存在的。为人民服务，就是重民思想。你不想让他服务还不行，这其实是强制服务。西方不会这样说，老百姓不选你，你服务也没人要。我们现在有一个说法，养活了十几亿人口，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其实也是强盗逻辑，强盗扰乱，不让你活，你就活不好。他不扰乱了，你活得好一点了，他就说，看看，是我养活了你们啊！
　　到了宋代的朱熹以及他以后的儒家思想家，管不往皇帝。思想家们的性格越来越内向，只对自己严格要求，正心诚意，内圣外王，知识分子苛责自己，对社会的影响并不大，儒家思想越来越成为知识分子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这时的儒家思想造就了许多伪君子，到专制统治者那里找一碗吃，没有多少责任心了。这种自我安慰的政治学离老百姓越来越远，哲学的意味就重多了。最早的儒家思想关心人民，关心社会，讲的是比较实在的道理。后来到心学理学，就是纯粹的哲学了，是个人修身养性的东西，和佛教差不多。这和政治学求实的品格大相径庭，说空话为主，现在的新儒家也是这个路子。这班人多是生活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享受着先进的资本主义文明，却又融入不了人家的文明之中，便回到中国传统中找一点安慰，向西方人夸耀祖先的光辉业绩，吹得天花乱坠，还有一些西方人瞪大了眼睛听，认为了不起。但是西方能有几个人真正认为中国传统的政治学有多好呢？想想，人类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学家有那么多，西方不比中国少，西方历史上的政治学和现在的西方政治学又是一脉相承的。如果西方有人大讲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波利比阿，现在的西方人也不会爱听。毕竟是历史陈迹啊！西方人关注现在，中国人也是。新儒学注定是少数精神贵族的空洞的学问。
 返回来，再说其他如法家、道家、墨家，他们与儒家不同，但大的方面却是一致的。也就是华夏文明建设的理想是相一致的。天人合一、圣贤政治、等级秩序、家庭伦理、重民爱民等，大多是一样的。墨家尚同，也是圣贤政治，兼爱，也含有爱民思想。道家无为，其实儒家最高境界也是如此。法家重刑，儒家重德，目标却是一样的。不过法家狠一些，道家阴一些，墨家苦一些，都没有儒家高明，故而儒家成了正统思想，华夏文明的代表。中国历史上实际起作用的政治学是综合这几家的，从发展看是如此。秦初是用法家思想实现统一的，汉初要变秦朝的暴政，就用黄老思想，主要是老子的无为。后来，无为虽然让老百姓自己救自己，休养生息，从战争的灾难中挣脱出来了，但是社会秩序很坏，统治者就想起了儒家思想。汉代一开始就用过儒家，主要是制礼作乐，突出皇帝的威严，很让刘邦兴奋，感受到作皇帝的最大乐趣。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很合时宜。不过天下不安定的时候，儒家总难独尊。三国两晋南北朝至隋唐，各家思想都曾发挥过作用。儒家真正独尊，是宋代的事情，是朱熹他们的功劳。从那时到清朝，儒家思想都是正统思想。这个正统思想源于四书五经，但是又不全是，是经过统治者修订的思想。如果有人认真地总结一下，才能比较清楚。中国的政治学包含以下内容：
　　（1）君权神授说，解释权力来源与权力监督的最终力量；
　　（2）圣贤政治观，一种古代的精英政治理论。君主是圣人，大臣是贤才，民众是愚民；
　　（3）伦理政治与尊君思想，用家庭伦理观念来规范社会政治秩序，君主是大家长；
（4）重民养民教民思想，根本出发点是防民，让老百姓安居乐业，服从统治。道家明确提出要愚民的主张，儒家则聪明得多，他要教民，教民服从，热爱君主，热爱大家庭，热爱等级秩序，比道家高明得多。中国的传统，统治者都要教育老百姓，思想控制做得很棒；
　　（5）政教合一的特点，没有教会，没有自由的思想领域，利用政治权力统治人民的思想。所以没有自由思想者，没有自由的学术研究。在政治思想上一直是宣传、解释与发挥；
　　（6）德刑兼重，儒家重德，法家重刑，统治者兼而用之。孔子说是宽猛相济；
　　（7）法、术、势统治术，这是法家的思想，是统治者的必修课；
　　（8）重农抑商政策，中国的思想家认为太富有的人容易为非作歹，商人易于致富，所以要抑制。证之西方历史，正是如此，商人发展成资产阶级，同封建贵族斗争。相比之下，中国的思想家真是聪明。重农抑商政策使得老百姓中间产生不了强大的力量来同政府相抗衡，经济上没有强大的民间力量；
　　（9）天朝大国理想，国际政治观念，中国是世界中心，中华文明要扩张到全世界。“同化”的确是历史事实。过去认为是中华文明有魅力，似乎千古不易，现在看来是强势文明对弱势文明的吸引力所致。不过，中国政治学强调的是文化，只要接受中华文明就是华夏，否则是夷狄。这样才形成中华文明圈和中国大家庭。
　　（10）忠孝观念，三纲五常，大学八目，都是一个道理，让人从小接受服从的观念，尊卑的观念，习以为常，觉得天经地义了。这样一个社会稳定了，也不怎么发展。农业国家，一团和气。有吃有喝就够了，发展什么？追求奇装异服是不允许的，追求个性化是不允许的，发明“奇技淫巧”是要受惩罚的。蜜蜂和蚂蚁的世界是最有规则的，中国社会已经差不多发展到那个地步了。本来是不需要发展的。如果没有万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冲击，中国再有几千年几万年也不会变化的；
（11）等级制度，就是人际关系上的尊卑观念。春秋大义，名分制度。每个人在制度结构中有一个恰当的位置，不能有非分之想；
　　（12）守旧传统，祖宗法制不可变。但是中国的政治制度也在变化发展。只是根本的东西不变，原则不变，而且在不断加强。主要是中央集权的制度，君主权力的不断加强。清朝的制度已经相当完善，体现在中央集权、君主专制、思想统治、行政监察、民族政策等几个方面。
　　这样的统治方式的确能够把一个国家统治得上下安定团结，政治运转顺利。但是有自身的问题，短的几十年，长的几百年，问题就暴露了，我们说是腐败。那也没什么，改朝换代之后，一切都可以重来。改朝换代也可以纳入传统政治学，叫做“汤武革命，应天顺人”。这样的革命，也是中国传统政治学里边的内容。
　　中国人觉得这一套已经够了，所以后人没有什么发展。就是这一套维持了两千多年的中华帝国。由此看来，中国传统政治学真的很伟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在农业文明的时代，这一套确实够了，蛮不错的了。但是工业文明出现了，中华传统文明不能适应，传统的政治学这一套不行了。中国的政治学在变化，有新的东西进来，但也有旧的东西在起作用。传统政治学的潜在影响仍很大。这些年争议的一些东西多和传统有关。比如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传统就是集权，现在想分权，很难，没有这样的传统。又比如党政关系，也和传统有关，由家天下变成党天下，根本的东西没有变，天下是私产，是皇帝一家的还是一个党的，根本是一个道理。这些都不能证明传统政治学还有强大的生命力，因为还要变化，还要发展。
中国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自大。过去是天朝大国思想，现在是二十一世纪情结。有人讲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二十一世纪是中国文明的世纪。可是怎么能证明人类历史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以前世界是河东还是河西？事实上以前是各自为政。以后融合是一个趋势，但也不能完全融合，主要的还是各自为政。现在新的世纪刚开了个头，还有很多年的时间来检验。我们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学是历史的东西，无论如何伟大，也是过去的东西了。就像紫禁城里皇帝的宝座，是一件宝贝，但却不能再搬到人大会堂去继续使用。中国传统政治学是世界级遗产，但它是百家之一，可以作为今天借鉴古代思想的许多源泉之一，而不是唯一，这就决定了二十一世纪不会是中国传统文明的世纪。这个道理都弄不明白，那就太可笑了。即使中国真的在这些年里头能够在这方面给世界提供什么思想，也决不会是过去传统的那些东西，而是要出新的思想家，要在继承全人类的精神文明遗产的基础上，出新的思想，中国要想在政治学上给世界做出贡献，就要出大思想家。目前看来不可能，没有这个土壤，在贫瘠的土地上长不出参天大树，就是能长出，也不会那样速成。
　　有人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性的，我们认为这话是一派胡言。中国古代的缠足太民族了，怎么成不了世界性？另一方面，世界性的就是好的？未必！艾滋病是世界性的了，你想要么？不要认为中国传统政治学有民族特点，就自欺欺人地认为有多了不起，不要认为把中国的东西推向世界就证明中国的东西好。别想那么多，那都是空想，现在是我们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了，这就行了。至于解决问题的工具是老祖宗的还是来自“夷狄”的，现在已经不重要了。有人费尽心机从传统思想中找什么解决当前世界环境污染问题的理论观点，找解决人际关系的理论观点，那都是瞎掰。中国传统思想那么好，何以解决不好自己的问题？我们希望中国在解决自己的问题上，能有适合的政治学理论，它可能与传统政治学有联系，无论是批判还是继承，只要能解决问题就可以。我们觉得批判还是主要的。但更主要的是建立新的政治学。
三、西方政治文化有哪些特点？
　　基于自由主义基础上的现代西方政治文化的总体特点是什么？与东方文化相比较，我们通常认为它是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文化，这种文化具有如下特点：
　　（1）基于性恶论之上的法治主义。西方近现代文化承继了基督教的罪感文化，依据这一宗教文化，人的天性过去就从来没有好过，将来也恐怕不能指望它会有什么好转。每个人总是追求自己的幸福和利益，这势必造成社会的矛盾与混乱，避免这种矛盾与混乱、维持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协调公私关系的机制就在于立法。人性为恶，立法方使之为善。因此，道德说教和“善良意志”从来也不能成为政治生活的依据，只有法治才能使大家过上一种稳定和谐的共同生活。
　　（2）基于个人主义之上的怀疑主义。所谓的个人主义是指人们行为的一种方式和倾向，即把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判断和个人的意志作为衡量一切事物标准和尺度。文艺复兴实际是个人主义的兴起。近代以来，西方许多文化名人一再阐述“个人永远是目的，国家或政府始终是手段”的个人主义理念，这一理论必然导致对人性、对政府官员的权力以及对国家或政府的怀疑态度和戒备心理。在这种文化中，“清官明君”的思想较难形成气候。政治设计的立足点不是产生“好人政府”，而是从制度上防止“坏人”当政。
　　（3）基于相对主义之上的宽容精神。个人的体验、个人的判断和个人的意志被视为衡量和判断一切事物的标准与尺度，这也就是说，人们在价值判断方面，可以坚持自己的独立性。与此同时，自我的独立性和价值判断的个人性并不能成为强制别人服从的依据。因此，彼此不同的见解只有在相对宽容中寻求共同的认识。既然你有你的真理性，我有我的真理性，那么，我们只有在相互宽容中平心静气地行事，寻找彼此的共同点。即所谓的“求同存异”。

